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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主体性是改变女性地位的关键，一直为社会学者所关注。本文以女书之乡—江永县的女性和女书
传人作为典型个案，通过分析认为，自然女书传人通过创造和使用女书这一特殊性别文字来反叛男权、否定男
性，女书传人对母亲身份和女性身份的认同是女性主体性的启蒙。但女书作为一种独特的女性话语，在国家和女
性自身话语的双重建构下，女书传人仅作为一种表象的在场者，其主体性仍然缺席。后现代女书传人借助政府主
流话语女性利益代言人力量，通过女性自身的主体活动来寻求和建构女性的自我认同，形成健全的女性主体性，
继而寻求并赢得社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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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与重塑：女书文化的女性主体性与社会认同 *
贺夏蓉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一、 启蒙：女书文化中女性主体性的觉醒
“所谓主体性，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种特性，它既

包括人的主观需求，也包括人通过实践活动对客观世界的
理解和把握。 ”［1］女书传人决不满足于创造一种语言文字—
女书，来仅仅作为生存之交往的需要，她们的伟大之处正在
于打破男性中心的既定规则，通过一系列实践活动来实现
对社会给定性的超越，凸显其作为人的主体性。

（一）反叛男权———否定男性———母亲认同
母女关系是当代女性文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女

书作品中也不例外，母亲身份更是自然女书传人在女书文
本中不断被强调的身份。而且更在女书之乡—江永县，母女
传承是女书传承的首要方式，这是女书之乡的女性们为寻
求自我生命之源与文化之根的一种内在表达，这种女性传
承方式隐藏的是女性世界中男性角色的缺席，准确地说应
该是男性“在场的缺席”。 女书传人们以女书作为情感的载
体、寄托和释放途径，展现了母女相依相靠的温馨感人场
面。 这在女书作品中比比皆是，如女书作品《训女词》，就是
母亲对出嫁女以亲切的祝愿和教诲，包括今后怎么做人做
事，如何料理家务，勤俭持家，什么时候要回娘家门等。女书
传人们用生存的现实与自身的命运告诉女儿关于性别与

命运的认同，这是母亲对女儿所上的人生第一课。在女书之
乡，母亲认同有其必然性，作为女书之乡的男性们，不论是
显在还是潜在，都表现了从心理到文化的被排斥。这或许就
是性别意识的觉醒或初始过程。 大量的女书作品暗含着女
书传人对传统性别观的颠覆、对传统价值衡量观的抗议和
对男性阳刚的“阉割”。 如清代打虎女杰张氏母女，不畏虎

威，为了救丈夫，妻子女儿前赴后继，身死虎口。这在女书作
品《虎殃》中有详细的记述。

（二）传统习俗———拒斥男性———女性认同
女性认同在女书中常常表现为“姐妹情意”，它是女书

传人性别意识觉醒后所依托而寻求同性支持的一种探索，
一种求证。在女书之乡江永县盛行结拜姊妹的习俗。结拜姊
妹，又称认老庚、老同，年龄不相上下的姑娘只要情投意合，
不论年龄大小，结拜成姊妹，结拜范围不限于邻里，跨村跨
乡的人数达十多、二十多的都有。 女书《十拜歌》就反映了老
同之间进行双向沟通的对话方式。“我自心红自欢乐/难承姊
娘真有心/接下慢详读几道/听得心欢心自红/……/两点红花
同共伴/起看望来开得心/”，［2］女书老同之间的对话，包含的
是女性之间精神交互性的接纳、分享和承领，双方在获得理
解和沟通的同时，老同之间的联系超越了时空，其社会的伦
理道德认知也受到对话的启迪和引导而走向更深层次的升

华。 正如赵丽明老师所说，“女书老同是一种以文会友，以情
感联结而凝聚的农村妇女散居小社群。 这既是一个个文化
娱乐‘沙龙’、‘诗社’，又是一个个女红技艺研讨班，也是民间
经济互助会，尤其是农村女子识女字学堂。 ”［3］在老同的世界
里，女书传人之间是在相互倾听、接受和在共享中，通过双
向的沟通与交流，实现了“视界融合”的精神共通。
结拜姊妹间经常用女书沟通信息，或以写上祝颂词的

手帕、纸扇互赠小礼品；读扇、读帕可在夏夜乘凉、冬夜烤
火、节日聚会进行，女孩们会将自己创作的女书作品当众诵
读，任由姐妹们评论。女书传人通过结拜姊妹直接表达了女
性认同的意图， 但她们在探索和求证建构女性天地的结果
表明，结拜姊妹的实践却只是她们主观上一相情愿，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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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片天地里，她们仅仅是暂时避开男性以及男性社会所
带来的压抑和苦闷，而创造的一个虚拟的“女性方舟”。虽然
女书中隐含着对男性中心话语的反抗，提供了争取女性权
益的运作，但她们建构的是一个不为男人所知的私密的女
性话语空间，女书传人们也并没有使反抗获得真正权威的
意义，最终还是摆脱不了封建的枷锁，这种老同社群仅是一
种封闭式的女性“内交”社群，其组织结构松散，人数三五七
个不等，“可自然解体，可随意组合。 ……这种自由、平等的
社群组织，没有结社条约的戒律，没有复杂严格的结盟程
序，没有首领”，［4］正是这种内部组织的自由性使得理想的
女性乌托邦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结构而时时面临着离散

的状态，内外因素导致了女书最终不能与现有的社会结构
形成相抗衡的力量，其潜在的越轨者仍然遵从那些主流社
会的价值体系，结果与这种适应置身于社会结构包围之外
的女性们设想而且寻求建立一种新型社会关系的蓝图化

成了一个难解的神话。 正如赵丽明老师所说：“我们也正是
看到女书的局限性—没有对男尊女卑的旧制度从根本上
构成威胁，女书的功能仅限于文化、精神而已。 ”［5］

二、 民间文化形态制约下江永女性主体性的失
落

在女书之乡—江永县，其传统民间文化形态中亦然残
存着封建男权思想，受其制约,这里农村女性的主体性处于
半缺半失的状态，与生俱来的男权思想无时无刻不在以一
种隐性的力量影响着她们，女性仅仅是作为一种表象的在
场者，而无法成为命运的主宰者，男性作为女书的观赏者也
无法对女性微妙的心理与独特体验的书写感同深受。
陈思和先生认为，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分

为三个形态：“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 知识分子为
主体的外业文化形态和保存于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

形态”。 ［6］民间文化形态具有多层次多维度性，既包括民间
固有的传统文化，又包括散落于民间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文
化毒素。江永县地理偏僻，交通闭塞，经济较落后，这里无疑
便成为农村宗法社会、封建残余等落后民间文化形态存活
的沃土, 生于斯长于斯的江永农村女性， 不论是其生产劳
动、教育、伦理规范和婚姻家庭都无法逃脱与这种文化形态
的天然联系。

（一）“男主女从”———江永女性的生产劳动
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农耕文化,在江永县男耕女织，妇

女不参加农业生产。 这种社会分工不仅造成了男耕女织的
社会角色定位，也造成了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从属地位。
女书作品中有不少描述纺织活动的情景，如《训女词》中说：

“纺线织苎要辛勤，布帛衣裳始满箱
不管霜寒与朝夜，酸甜苦辣要兼尝
虽说贫富命生成，下手做作乃其常。
自古有个敬姜女，到老依然纺织忙。 ”［7］

女书作品《女子成长歌》中也有描述：“男勤耕来女勤
纺，皇天不误苦耕人”。在江永县已婚妇女以纺织为主，兼做
女红，未婚女子以女红为主。在女书《十绣歌》中描述了当地
女性极高的绣花本领，她们能绣出各种各样的图案。未婚女

子相约结拜的姊妹在闺楼（女书传人称为“冷楼”、“高楼”）
做女红，自娱自乐，女书结交书《两恩不断情》述说道：“两位
高楼坐，穿针配色全。
男耕女织、一主一从的社会分工，必然会造成女性在

社会和家庭中主体性缺席的地位。“这种社会分工或许有自
然及男女生理特点的原因, 但其内涵已远远超过了男女两
性生理差异, 它成为男性家长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依
据,成为整个父系统治秩序中最基础的一部分。 ”［8］当这种男
性中心地位被制度化、合法化后,便自然成为一种思维定势,
随着时间的流逝，就构成了民间文化制约下女性主体性缺
失的坚实根基。 恩格斯指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
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
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9］笔者在江永调研时发现，即使是
现在，江永的女性包括被授予称号的六位“女书传人”，在投
入生产的时候仍未摆脱繁重的家务劳动，也仍然没有克服
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弱势而 “顶起半边天”。即使是作为世界
唯一的女性文字--女性文化的主流之地，男女平等思想也
并没有真正渗入到女书文化的核心，也没有成为女书传人
自觉的行动，她们仅仅是迎合政治口号的工具。一方面是一
部分男性离开家乡到城里打工，女性有意无意中成为守望
者， 她们想借等待与宽宏大量来愈合道德沦陷的创伤，然
而，这种男权思想的内驱力使得她们以后退的姿态又简单
地向封建传统文化复归。 另一方面，与此相反，一大批年轻
女性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梦想涌入城市。 女书传人胡美月的
女儿放弃跟母亲学习、传承女书，成为打工妹。 在外漂泊的
几年，她四处跳槽又四处碰壁，不知道该何处何从。 像这样
的女性在江永县比较普遍，她们在迷茫的城市中找不到正
确的自我定位,更谈不上女性的主体性。

（二）“三从四德”———江永女性的伦理规范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局限性，非常遗憾地是，女书之乡

的绝大多数女性们接受了“三从四德”落后女教观念，这在
女书作品中有明显反映。女书自然传人义年华（1907-1991）
在其自传作品中自叙道：

“丈夫出家入书院，我在堂前奉双亲
三餐茶水多端正，孝顺父母尽我心
父亲得到心欢喜，娶得媳妇有孝心
三从四德也知礼，忠孝二全父心允”［10］

在大量的女书作品中，我们仍然遗憾地看到，“三从四
德”已成为女书传人广泛接受并认可的既定规则，她们并以
此作为女教，即女子生活制定准则的主要内容。 女书《卢八
女》 传叙述已定婚后公公不准她读书， 她无可奈何地自慰
道：“何必女人入学堂，三从四德守本份”。
深感惋惜地是， 作为女书之乡的女性们， 像高银仙

（1902-1990）、义年华 1907-1991）、胡池珠（？ -1977）、阳焕
宜（？ -2004）这样的女书传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女性也像男
性一样翻身做了主人，男女平等也被写进了宪法，然而，身
处在偏僻的农村女性却依旧蜷缩于深入骨髓的民间文化

的影响。 在“纲常礼教、君神族夫”这样的伦理规范中,女性
的主体性一直就是缺席的。 波伏瓦提出:“一个女人之所以
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 ”［11］或许正如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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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所说，对女性的重塑是男性的本职。 在女书之乡，即使
拥有非常独特的女性文化的环境之下, 女人要成为真正女
性的超越本质的特征亦然难觅。 男女平等的诠释并未使江
永女性从家庭壁垒中解放出来，女书及女书文化也没有催
生出女性主体性的实践，而相反，她们“没有真正落实到包
括男性与女性的所有国民意识深处, 这使中国女性的解放
似乎只进行到某一组织表层: 她们以主人的新角色参加了
社会活动，但在个体关系中，她们也必须笼罩在从属于男性
的阴影之中。 ”［12］

三、 重塑：后现代女书文化中女性主体性的构建
女性主体性是改变女性地位的关键，千百年来一直为

人们以及研究者所关注。 因为只有占全世界人数一半的女
性得到了充分发展，才可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
此，要真正改善和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就必须要改变这种
状况，这就需要我们，不仅是作为研究者，还是政策的制定
者、实施者，都要从女性自身的话语出发，让女性获得真正
有利于她们发展的社会地位，实现她们自身话语的主体性
重构。

（一）自我认同
自我认同是 “以自己的生活和行动为对象的意识，是

人关于自己的主体地位、主体力量和主体活动的意识。 ”［13］

女书传人要在女书的言说方式、 外在表现、 内在结构等方
面，要突破其话语在整个男权语境中处于尴尬的悖论状态，
要表现女性意识及其主体性。值得欣慰的是，后现代女书传
人们的女性自我认同已成为女性性别主体建构的自觉诉

求。以女书传人何静华和蒲丽娟母女为例，她们在一定程度
上已摆脱了男权话语中已被内化的，诸如“小鸟依人”、“百
依百顺”所谓女性的性别特征，她们母女俩不管是在外在特
征和内在心理，不仅在家庭场所，还是在作为独立的社会主
体所必须面对的社会场景，她们以女书作为一个支点，在寻
求和建构着女性的自我认同，建构着女性自身的主体活动。
她们母女俩每次外出展演都得到了丈夫的支持和配合，他
们成为家庭的照顾者，使得她们在传承和保护女书文化的
活动过程中，确立了同男性平等的女性主体地位。后现代女
书传人普遍具有思想上的独立性，不人云亦云，如女书传人
胡欣，是年龄最小一位，她中专毕业后，放弃去城市工作而
转身投入本土文化传承， 她曾对笔者说，“命运掌握在自己
手里”，很显然，这是认同女性自我的主体力量，并继而寻求
并赢得社会认同。

（二）社会认同
社会性别主流化为女书之乡的女性们，提供了实现女

性主体性重构的制度保障。如今在江永县各种社会力量，尤
其是女性利益代言人努力的情况下，推动女书之乡和谐发
展和建设正在顺利进行。 原江永县宣传部长（县委常委）刘
忠华连续两届在十年如一日的时间里，积极采取措施抢救、
传承和保护女书文化。 刘忠华苦心培养女书母女传人何静
华和蒲丽娟作为女性文化利益的代言人积极主动参加各

种国内外展演活动。 2012年 4月 19日，在纽约举行的第三
届联合国中文日文化表演活动现场，她们两位在布帕上写

女书，并现场吟唱，让在场的外交官们啧啧称奇，作为女书
的传承者，她们与其说是在向世界展示女书文化，倒不如是
在展示女性作为主体所创造的神奇文化。今年 78岁的何静
华老人出生在湖南江永县允山镇，小时候曾受到母亲、姨妈
等老辈们唱写女书影响，耳濡目染地接触到女书。 2004年，
随着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人阳焕宜辞世，江永女书濒临失
传。 何静华顿感责任重大，她曾在自己家里办起“静华女书
院”，为爱好女书的当地妇女讲授女书，而女儿蒲丽娟则是
她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 何静华告诉笔者，“女人能够创造
自己的文字是让我觉得十分自豪的事情，我希望女书这种
古老文化能够代代流传。 ”她们朴实的话语、主动传承文化
的责任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同。 我们坚信在她们身
上，建立在女性话语基础上的主体性重构最终将得以实现，
而她们的社会地位也必将随之得到改善。
在后现代女书传人身上，我们看到，她们已在经济、文

化和心理上拒绝一些显在或潜在的媚俗，从她们传承和保
护女书文化的态度上来看， 她们的主体性已显现。 如果说
“女性自我认同是女性由性到人、由人到性别之人，由性别
之人再到精神独立自我认同的社会之人的核心内涵，那么
新的社会认同就是它的外延部分，它意味着女性不仅是自
然性别的所指，还应是社会性别和文化性别以及人格精神
等诸多内涵的能指，是女性从认同于被定义被评价到认同
于自我定义和自我评价以及平等的社会评价”。 ［14］女书传人

胡美月被当选为永州市人大代表，足以说明，在女书之乡，
女性已有着鲜明的话语表述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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